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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化范式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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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5) 

【摘 要】：文明是文化的历史积淀，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发展历

程，也是生态文化范式不断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生态文化在本质、理论及方法等方面有着各自的

典型特征，深刻认知生态文化范式的转换规律，是精准把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本质的内在要求。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驱动现代生态文化范式向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转换，在范式转换过程中，既要结合当前的文化、社会、经济及科技

等要素特点进行创新，也需要传承传统生态文化范式及现代生态文化范式的合理内核。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的本体

论、认识论及方法论均带有鲜明的生态文明时代特征。在本质上，生态文化是把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上升到文

明高度的现实反映，并成为国家核心型文化;在认知上，强调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从“饥饿恐惧文化”向

“健康忧虑文化”转换;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智慧技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技术方法与手段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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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是中国对世界生态环境保护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创新。文

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研究中国生态文化范式的解构与重构问题，有利于系统且清晰地认知生态文明的本质，以及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文化渊源。 

生态文化是指以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永续利用为基本特征，能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进，促进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文化。“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生态文化”[1]，从“范式转换”视角研究中国生态文化，有利于更精准把握生态文化的

内涵及演变规律。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2]。生态文化范式的本体论主要探讨“生

态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及本质是什么，生态文化范式的认识论主要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及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的认知，生

态文化范式的方法论主要是针对保护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利用资源实践方法的认知。 

每一种新的生态文化范式的形成，都是在解构前一种生态文化范式的基础上重构而成。生态文化在解构与重构过程中需要

不断的自我否定，同时传承“合理内核”，这是人类思维的螺旋式上升[3]。研究中国生态文化范式的解构与重构问题，重点涉及

三个方面:一是不同时期的生态文化范式特点;二是解构生态文化范式的驱动力及过程;三是重构生态文化范式的创新及合理内

核传承问题。 

一、研究背景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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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主要经历了传统生态文化范式、现代生态文化范式及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三种生态文化

范式。传统生态文化范式诞生在农业文明时代，当时的生态文化处于萌芽及自发状态，其特征是以生态安全为主，是民众对劳动

及生活实践的直觉认知。现代生态文化范式出现在工业文明时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也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过程，这一时期的

生态文化属于“发展优先”理念下的生态环境保护文化。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则是生态文明(后工业文明)时代需要重构的文化，

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及剧烈的气候变化等问题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不尊重自然规律，无节制地破坏生态环境，将危及人类自身的

生存，需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解构现代生态文化范式与重构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的过程中，既要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环境

及资源等要素的最新发展成果及研究进展进行创新，也需要深刻认知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的规律与特点，准确把握并传承以往生

态文化范式的合理内核，不能任意修正甚至歪曲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化范式原本的内涵，从而人为地过度拔高或贬低其

价值。 

在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认知与传承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过以下两个误区:一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百废待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及科技的发展均落后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迫切要追赶世界先进

水平。尽管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也强调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在“破四旧”等的影响下，包括传统生态文化在内的传统

文化许多被破坏。二是泛化传统生态文化价值。在我国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后，由于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等理念同传统生态文化的“天人合一”等一些认知接近，在传承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过程中，开始出现过度泛化其价值的现象，

要么生硬地提升其理论高度，要么探讨其落后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意义。泛化传统生态文化价值的误区有多种表现，例如:有观

点认为，“五行相生相克辩证自然观内在把握了万物相互依存的规律、世界万物复杂性的非线性联系”[4]，在中国传统阴阳五行

理论体系早已被近现代科学体系所取代的背景下，这种认知实际上是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缺乏深入的把握;有研究者把

“布依族人家里用水都用石水缸或者木缸、瓦缸盛水，所需用水都用杉木水桶到水井或河流取”
[5]
这种生活方式描绘为“诗意地

栖居”，并认为可以作为人与自然环境的美学建构的基本框架[6]。问题是，尽管这些习惯很环保，但却是过去的较为落后的生活

方式，这种生态文化是不具备传承价值的。在科技、交通及通信较为发达的当代社会，生态文化的地域性及民族性特色将逐步弱

化，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共同性的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但现有一些研究者要么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消失危机表示担忧[7][8]，认为新

时代生态文化要体现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传统化[9];要么认为传统文化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持久性，能够被长期地习得、

传播与实践。[10]这实际上是对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缺少深刻的认知。这种错误认知不仅同社会发展规律相违背，在实践中也难以操

作。 

人们对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不同时代下的生态文化认知，也出现一些误区:一是不承认工业文明时代下有生态环境问题及发

展优先的认知误区。改革开放前后一段时期内，国内主流观点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痼疾，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

这一问题[11]。后来尽管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严重性，但生态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发展优先理念所左右。二是把生态

环境破坏及发展优先理念视作工业文明时代的自然属性。这种认知很难解释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文明背景下完成了从

“人类中心主义”向“敬畏自然”的转变。工业文明的典型特征是近现代科技的应用，并不必然导致发展优先理念，发展优先理

念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科技是双刃剑，既增强了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也提升了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能

力，结果的好坏关键在于应用科技的人，而不是科技本身。三是用“保护生态环境”来界定所有时代的生态文化。这种观点没有

从发展的视角认知生态文化，从本质的角度来看，传统生态文化以生态安全为主，工业革命后出现了日趋严重的生态破坏及环境

污染问题，人们才重视生态与环境问题。 

我国之所以在生态文化的认知与传承方面不断出现偏差，究其原因，既有认知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及深化这一客观原

因，也有对生态文化研究不足的主观原因。尽管人们对生态问题的文化认知出现很早，但国内外针对生态文化的研究较晚，国际

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生态文化”这一概念的是环境保护运动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切伊[12]，国内明确提及并针对生态文化的研究

开始于 1989年前后，由余谋昌[13]、周义澄[14]及高惠群[15]等学者较早关注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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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方面，最早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李春泰[16]等人进行的研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

但存在研究范围较窄的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研究基本都是在探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敬畏生

命”“取用有节”“以时禁发”“仁民爱物”“俭而有度”
[17][18][19]

等认识论方面的内容，研究结论也基本都是认为，中国传统生

态文化提倡尊重自然规律，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可持续利用思想[20]。二是探讨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思想，相关研究几乎涉及

到中国的各个民族，该类研究基本都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观既有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一般性，又大都具有各民族的特

殊性。尽管相关研究有一定深度，基本观点也大都是正确的，但大量研究都是重复性的工作，创新不足。 

生态文化不单是文化问题，还同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要素相互交织。但现有研究大多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较

少从技术范式转换，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以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时代转换等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对三种生态

文化范式也缺少系统性的归纳与分析，要么研究传统生态文化，要么研究现代或新时代的生态文化，也有少数研究文献提到生态

文化的范式问题，但主要侧重于传统文化[21][22]。现有一些研究认识到我国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过程中生态文化的价值[23]，且

基本都认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能为当代中国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提供借鉴[24][25]，但这些研究较少明确区分及对比

工业文明时代与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的差异性，只是简单地把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称为“新时代的生态文化”。

在对生态文化分类方面，现有研究大都倾向于把生态文化划分为生态观、生态伦理、生态法制、生态习俗及生态禁忌等[26]，或从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较少从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角度进行研究，这不利于准确认知不同时代的

生态文化的演变规律。加强中国生态文化范式的解构与重构问题研究，既是创新我国生态文化研究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的需要。 

二、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由人类长期经验积累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积淀物。中国传

统生态文化主要是指受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深刻影响之前的生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特点:家国观念及重群体、轻个体的

伦理传统;重礼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重人道、轻天道的思想传统;重直觉感悟、轻理性思维的认知传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

要组成部分的传统生态文化也带有这些文化基因。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治国理政之间也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关联
[27]，在谋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挖掘传统的优秀文化资源，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尤为重要。 

从文化的生态要素溯源来看，由于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学，对生态环境的认知主要是对长期实践经验的归

纳与总结，并融合在习俗、神话、乡规民约及“儒释道”思想等传统文化中。在本体论方面，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是以生态安全为

主的生态文化，并以民间文化为主;在认识方面，主要以“天人合一”等朴素自然观构成;在方法论方面，主要是基于法规、宗法

及神秘信仰相结合的管理方法，以及积极开发利用自然的精神。 

(一)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本体论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是带有农业文明时代特征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及科技观下的文化。在本体论方面，中国传统生态文

化尚不涵盖当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以民间文化为主要载体。 

一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生态文化。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有限，整个生态系统处于

自然平衡状态，生态环境处于“原始型环境美好”状态，较少有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及水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传统生态文化的

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以及水土流失、洪涝灾害等生态保护领域。 

二是以民间文化为主。民间文化是由劳动大众创造的、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文化。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主要以风土人

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艺术及伦理道德等形式存在，整体上属于民间文化。尽管有“天人合一”等被广泛接受的

思想理念，以及重视抗灾救灾的文化传统，但在传统官方文化体系中，生态文化本质上不属于主流文化，更未被上升到国家意志



 

 4 

的高度。 

(二)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认识论 

中国古代对生态环境的认知主要包含“天人合一”观、“道法自然”观、“万物有灵”观、“相生相克”观、“取用有节”

观及“敬鬼神而远之”观等。一些传统认知既是理论也是方法，难以明确区分，如“取用有节”观、“敬鬼神而远之”观等。 

“天人合一”，或称“天人合德”“天人相应”“天地人和”，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天人合一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的观

念，在世界很多宗教中都有这类观念。 

“道法自然”一词来自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知，该理念认为，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不是征服

与被征服的关系，要尊重自然规律。 

对于“万物有灵”观，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理解:一是认为万物都是带有灵性的生灵，需要平等共处，尊重生命。二是“神

话自然”，即把自然灾害看作是山神、河神、雷神等各类自然神的愤怒与惩罚。以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为例，在当地民众观念

中，保护水源的清洁卫生，也是为了避免因污染水源而导致神灵震怒降灾、洪水泛滥。[28]46 

“万物相生相克”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的一个重要认知。古代阴阳五行学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间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

并相生相克，五行相生。《道德经》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其核心是万物相生。 

“取用有节”则是一种基于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可持续利用自然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要“不涸泽而渔，不焚林

而猎”“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中;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敬鬼神而远之”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信命但不认命，崇尚积极主动地开发利用各种资源并应对

各种自然灾害。由于知识体系的局限，中国古人无法解读自然灾害等很多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往往把其归为神灵或

神秘力量。尽管中国古人也信仰各路神灵，但大都是有事了才“临时抱佛脚”，与其说是求神保佑，不如说是对自己的努力能获

得一个好彩头的期许。 

(三)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方法论主要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管理过程中采用方法的文化认知。任何实践都有其理论基础，阴阳五行

等理论是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基础理论，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特征，这些元素也均体现在古代生态环境保

护的实践中。 

一是以阴阳五行理论为代表的理论解读。阴阳五行、理气说等理论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基础，并以此为基础来认知与分析

世界的运行规律。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也利用这套理论体系来解读多种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及生态问题，带有中国传统的文化特

质。清末以来，西方近现代科学体系逐步取代了中国传统有关世界的认知体系，传统生态文化的理论基础才被逐步解构。 

二是基于法规、宗法及神秘信仰相结合的管理方法。中国古代的生态环境管理实践，一方面是通过政府发布一些保护生态环

境的政令，另一方面是依靠乡规民约及宗族制度来实现。民间的生态环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明确的约束手段、带有敬畏的自律

手段、群众性的监督手段及扬善惩恶的激励手段来实现，其中，诅咒、禁忌及惩罚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例如，贵州的苗

族、侗族、水族等民族将生态伦理、生态维护与宗教信仰融为一体，通过“鼓社制”“议榔制”“习惯法”等手段保护土地、山

林、河流。苗族村寨在制定榔规榔约的时候还多了一道巫文化程序
[28]46

，具有“神性”的生态文化通过各种规约和社会礼仪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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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29]。 

三是不向恶劣自然环境低头并积极开发利用自然的精神。尽管大多数古人相信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头顶三尺有神明”，

但当时更多的人也提倡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求神不如求己”“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靠自己永远不倒”，相信只要够

强，自己就是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且山川、草木、鸟兽及人杰皆可成神，从神农氏、药

神到吕洞宾等大多数神仙皆是凡人修炼而成，这与其说是对神灵的迷信，不如说是对强者的崇拜。基于这种认知，中国上下五千

年的历史也是同水涝灾害等各种天灾人祸作斗争的历史，人们在不断丰富完善传统生态文化的同时，也积极用其指导着具体的

实践。 

(四)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实践，但黄河在历史上十年九涝，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长期得不

到治理，这些事实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实践在效果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当时的生态环境质量并不像一些研

究者所形容的那样“诗意”。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大规模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及土壤污染，并不是因为生态文化及其实践多有

效，更多的是源于生产力落后导致的对自然环境破坏力度有限。从现代科技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在理论认知上存在诸

多错误，由生态系统、生物链、生物圈及绿色基础设施等构成的现代生态环境理论也给生态文化赋予了全新的知识及理论基础，

但不可否认基于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传统生态文化依然存在一些合理的内核。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认识论方面，“天人合一”观、“道法自然”观、“相生相克”

观、“取用有节”观等，也就是当前提倡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可持续利用自然的理念。当前生

态理念同古代神话自然的区别在于，当前尊重自然及顺应自然是指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敬畏各路神明。二是在方法论方面，中

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是自强不息的精神、重视知行合一的态度、民间组织与民众基于敬畏形成的自我监督管理手段以及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 

三、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现代生态文化 

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现代生态文化主要是指工业发展模式下的生态文化。中国现代生态文化是在解构传统生态文化基础上

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范式向现代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的重要驱动力。在生态文化的本体论方面，生

态文化的本质从生态保护文化转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文化，从民间文化逐步上升为国家文化。在理论层面，发展优先理念是现

代生态文化的典型特征，发展优先文化产生的文化根源是“饥饿恐惧文化”。随着西方近现代科学体系取代中国传统的基于阴

阳五行的认知体系，中国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化也从“神话自然”向“神话科技”转变。在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方面，也从古代

的宗法及乡规民约管理为主向现代依法管理转变。 

无论是在理论分析或实践认知方面，中国现代生态文化都远远高于传统生态文化，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经济利益至上及

发展优先;二是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三是诚信的缺失;四是认为科技万能，过于重视“灰色技术”;五是官本位思想导致的伪生

态文明建设;六是群众监督文化的弱化。 

(一)生态文化的本质从生态保护文化转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文化 

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化都有着重视生态安全的共性——在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的基础上保障人的生命与健康安全，

不同之处在于现代生态文化还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我国由农业时代逐步向工业时代迈进，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生态

环境恶化问题也符合环境经济的发展规律，在生态文化方面，也经历了从漠视生态问题到重视生态问题的过程，并由以关注生态

问题为主向全面应对生态环境问题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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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民间文化逐步上升为国家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生态文化的存在感较低，不属于主流文化。现代微观经济学的资源稀缺理论认为，在以市场为基础

的资源配置过程中，资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稀缺性所决定的，越是稀缺的资源其价值往往越大。在中国古代社会，人类

对自然的破坏力有限，良好的生态环境并不是稀缺资源，传统生态文化难以发挥较大的影响力。随着生态破坏及环境污染问题日

益严重，良好的生态环境逐步成为稀缺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也成为国家政策法规重要的关注焦点与建设内容，生态文化也

实现了从民间文化向国家文化的转变。 

(三)“饥饿恐惧文化”影响下的基于发展优先理念的生态环境保护文化 

在传统生态文化诞生的年代，物竞天择的残酷自然环境给人类的生存带来较大威胁，当时的生态文化主要是关于如何保障

基本生存与发展权的文化。几千年来，“饥饿恐惧文化”深入中华传统文化的骨髓，这导致中国人重视存钱存粮，强调“家中有

粮心中不慌”，见面打招呼关心对方“吃饭了没有”。在“饥饿恐惧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人们对发展的渴望及诉求被排在

首位，工业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之所以强调发展优先，是有着浓厚的文化基础的。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人们的温

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但“饥饿恐惧文化”依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之所以在我国基本实现小康社会

前才被提出，也是受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四)从“神话自然”向“神话科技”转变，从敬畏型生态文化向自信型生态文化转变 

生态文化受科技发展的影响较大，在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的古代社会，“神话自然”是生态文化的典型特征。工业革命后，传

统生态文化的认知基础被逐步解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技术革命进一步延伸与替代人类的手工劳动，解构手工业文化，重构

了大规模集中式工业文化范式，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在生态文化方面，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极大增强解构了生态文化的

神秘性，形成了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者”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理论。随着工业化带来

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保护又逐步成为生态文化的核心。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泽“应对所有的生命意志采

取敬畏生命的态度”[30]的思想是生态伦理学的基石，开拓了生态伦理的先河。对中国来说，工业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社会组织管

理机制的发展，加强了不同区域的人员流动及文化交流，传统生态文化的神秘性、宗法性、地域性、民族性及群众性等特征被逐

步解构。 

随着科技的进步，绝大部分自然灾害都可以用现代科技知识进行解读，加之无神论及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传统的鬼神

信仰逐步失去根基，诸多基于神秘信仰的传统生态文化被否定。由于存在“科技不足恐惧症”，“神话科技”成为工业文明时代

的中国主流文化认知。在一些西方国家反思科技双刃性的时候(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的理论反思)，中国社会正

在强调“人定胜天”。这导致中国生态文化的认识从一种神话走向另一种神话——从“神话自然”走向“神话科技”。神话自

然容易导致对自然的畏惧之心，产生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神话科技则容易产生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忽视或藐视自然规律。 

(五)从宗法及乡规民约管理为主向依法管理转变 

中国古代有以家族、宗族为核心的形而上礼制传统[31]。在传统生态文化中，乡规民约及宗族制度是有处罚权的，不仅可以采

用经济制裁手段，甚至能决定宗族内人员的生死，权威性较大。在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及法制框架下，民间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监

督，但不具有处罚等执法权。随着带有乡民自我管理色彩的“习惯法”及带有神秘色彩的信仰等传统组织管理方式被解构，民间

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也在弱化。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也强调政策法规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官方机构与民间组

织相结合等手段，但民间组织及民众监督不足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四、重构生态文明时代的中国新时代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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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是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确立后的生态文化，属于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生态文化。从农业文

明时代到工业文明时代，驱动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的力量主要是科技的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到生态文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是中国现代生态文化范式向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的主要驱动力。 

重构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生态文化，既是解构中国现代生态文化与传统生态文化的过程，也是传承其合理内核的过程。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土壤，蕴含了深邃的历史观。[32]新时代生态文化在本体论方面，从

一般性国家文化向核心型国家文化转换;在认识论方面，从自信型生态文化向反思型生态文化转变，从“饥饿恐惧文化”向“健

康忧虑文化”转换，可持续的、有韧性的从发展优先理念下的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向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文化转换。其

中，资源稀缺、生态环境资本、生态环境资产及生态环境生产力等理论是重构当代生态文化的重要理论支撑;在方法论方面，由

于文化偏重于精神和规范，而文明偏重于物质和技术，因此，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化方法论更加重视智慧技术、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等技术方法与手段的应用。 

(一)从一般性国家文化向核心型国家文化转换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

文明的新要求。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进一步确立，生态文化的地位也从现代一般性国家文化上升到国家核心文化的高

度，同创新文化、和谐文化等一起成为当前的主流文化。 

(二)从自信型生态文化向反思型生态文化转变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我国开始进行生态文化的反思。尽管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的核心依然是生存与发展，但

它既不同于农业文明时代下的挣扎型生存与发展文化，也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下以人为中心并强调征服自然的自信型或者说膨

胀型生存与发展文化，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是建构在人类已有能力打破全球生态系统平衡并已实际带来气候变化等问题

背景下的文化，这种生态文化属于反思型生态文化、自我救赎式生态文化，是对生态环境破坏及其带来危害的自我反思。 

(三)从“饥饿恐惧文化”向“健康忧虑文化”转换 

随着中国进入小康社会，深入中国人骨髓的“饥饿恐惧文化”逐步被“健康忧虑文化”所替代，“饥饿恐惧文化”强调发

展优先，“健康忧虑文化”则更重视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要守住生态环境和发展两条底线”。发展与保护协同的生态文化以建设人和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为根本目标。一些发达国

家不仅在经济、科技方面发达，生态环境质量也较好，这种环境美好属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赢的“可持续的、有韧性的

环境美好”，明显异于一些经济社会较为落后但环境美好的国家，那种环境美好是“未开发、原始性的环境美好”。例如，不丹

是一个碳排放为负的国家[33]，但也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四)资源稀缺、生态环境资本、生态环境资产及生态环境生产力等理论是重构当代生态文化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稀缺资源背景下，人们逐步形成了生态环境资本、生态环境资产及生态生产力等新的理论认知，生态文

化也需要随之进行相应的创新。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与生命共同体理论，该理论认为，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二是尊重自然规律理论，该理论认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利用自然”;三是生产力理论，该理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资本与资产，“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四是生态环境

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良好生态环境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又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提

供支撑，“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这些理论认知是重构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文化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及基础，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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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生态文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五)传承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生态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具有重要价值[34]。要构建生态文明时代下的新时代生态文化，不仅需要传承现

代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也需要积极传承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这既是文化知识发展的要求，也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

化的需要。 

一是传承天人合一理念，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及可持续利用自然的理念。古代社会的发展大都是基于可再生资源，具有

可持续性。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类对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按照工业文明下的发展模式及发展趋势，地球资源是不足以支撑人

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应对这一危机，人们需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及可持续利用自然”的理念。“天人合一”“取用

有节”“不涸泽而渔”等传统生态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今天及未来依然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这既是对传统生态文化合

理内核的传承，也是对长期轻视自然规律思想的矫正。 

二是传承让民众形成敬畏之心的方法，构建知行合一的生态文化。传统生态文化主要采取伦理道德、宗法及神秘信仰相结合

的管理方法。神秘信仰及神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无所不在的监督及奖惩，“头顶三尺有神明”是指神的监督无所不在，“报应不

爽”则主要是神灵能很好地进行奖惩。在传统神灵信仰被解构的背景下，民众缺乏敬畏之心，在行动上也容易产生知行分离问

题。传承让民众形成敬畏之心的方法，需要构建政策法规、智慧技术、伦理道德及群众监督等要素相结合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约

束机制，政策法规及伦理道德主要是明确奖罚，智慧化及群众化的监督主要是明察秋毫。当代的敬畏之心不是对神灵的敬畏，是

对民众的敬畏——群众看着，对科技的敬畏——天眼盯着，对舆论的敬畏——伦理约束着，对政策法规的敬畏——法规震慑着。 

三是传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灰色技术”与“绿色技术”的结合。化肥、农药等现代科技手段的使用，极大推进了

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过度使用现代科技手段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农药的过量使用不仅污染了土地、水源，也

使一些传统益鸟、益虫难觅踪迹;在河流、海岸沿线大规模构筑水泥梯坝，导致湿地损失殆尽，严重破坏原来的生态系统。在国

际上，近年来一些国家在持续重视“灰色”手段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手段的现代价值，绿色基础设施、“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35][36][37]等理念的出现就是典型代表。 

五、结论 

文化兼具传承性与发展性，农业文明及工业文明范式下的生态文化被解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国要重构生态文明范式下

的生态文化体系，既需要深刻认知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的基本规律，也需要传承以往生态文化范式的合理内核。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以生态安全为主，并多以民间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神秘性、民族性、地域性、宗法性、群众性等特

点。传承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有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但农业文明范式下的传统生态文化观有些并不适用于现

当代，应基于发展的视角科学认知传统生态文化的转型与传承问题。 

工业文明范式下的中国现代生态文化是在解构传统生态文化基础上重构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的本体从生态安全为主转向

生态及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并由民间文化开始逐步上升为国家文化，可以说无论是在理论构建或实践认知方面，都远远高于传

统生态文化，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至上;二是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三是诚信的缺失;四是夸大科技或神话

的力量;五是一些“官本位”思想导致的伪生态文明建设;六是群众监督文化的弱化。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的新时代生态文化，这是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生态文化不断发展并优化而来的。由于受发展阶段

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现代生态文化附属于发展优先文化，新时代生态文化则强调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正在从一般国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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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变为国家核心文化。中国的发展目标是成为经济强国、科技强国、环境美好的国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

共享，这为我们新时代生态文化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在传承以往文化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新时代生态文化

建设，同时要以新时代生态文化为抓手助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及美丽中国梦的目标实现。 

本文的结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范式转换视角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化溯源，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文化

范式的解构与重构、自我否定与合理内核传承等问题，有利于深刻认知不同时代的生态文化的本质及演变规律，切实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二是在生态文化的本体论方面，提出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以生态保护文化为主，中国现代生态文化的本质是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文化，中国新时代生态文化从一般性国家文化转变成国家核心文化等观点。三是在生态文化的认识论方面，提出并研究

了“饥饿恐惧文化”“健康忧虑文化”“科技不足恐惧症”“自信型生态文化”“反思型生态文化”等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

文化范式转换的影响。四是在方法论方面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中要传承古代让民众形成敬畏之心的思路，通过政策法规、智慧技

术、伦理道德及群众监督等要素相结合等方法，形成让民众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产生敬畏之心的文化氛围，找到生态文明建设

中生态文化支撑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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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 1964年出版了《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

态研究》(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一书，该书的主要观点是，发

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